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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嘱与当代华北乡村家产制的变迁

——财产自由处分和赡养的再结合①

搜狐网编辑 杨龙

摘要：本文利用河北省李镇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司法所档案，及对《中国农村

惯行调查》所载的其中一个村庄——侯家营村的六次回访调查。借助档案中的遗嘱

文书、问答记录和田野材料，考察了遗嘱继承在当代华北乡村的逐渐生成，以及遗

嘱－赡养的结合。遗嘱文书显现出父母对财产自由处分的形成，而问答记录恰好提

供了审视遗嘱生成背后的赡养问题，田野材料则为两者的连接提供了背景材料和相

关事实，显示了遗嘱（财产自由处分）－赡养的相互勾连这一全新的经验事实，遗

嘱－赡养的结合又进一步证实了村民普遍将赡养作为财产继承的前提。

遗嘱代表着不同于清代和民国时期乡村的产处分和继承形式，但是它却与赡养

极好地结合在一起。民国至今，伴随着政治经济的变迁，法律也发生了巨大的变

化，但在财产继承上不变的是，财产和赡养的紧密缠绕关系。这既不能为继承习惯

延续一说所概括，也不能被现代的“个人财产权”所解释。至于其未来变化的趋

势，还有待于材料的进一步挖掘和持续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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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11年3月份出版的《乡村科技》，刊登了一篇安徽省马鞍山市一巡回法庭

法官的文章，该文章讲述了一个退休医生在不同时期订立的三份遗嘱所引发的财

产处分和继承纠纷。②

2010年深秋，退休医生王昆明在弥留之际，看着早已各自生活的二子一女

在病床前日夜轮流看护，让他想起了自己留存的 10万元和一套住房。当即，他

① 本文初稿曾提交黄宗智教授主持的“论文工作坊”讨论，感谢黄家亮、陈传波等极为重要中肯的

建议，尤其是黄宗智教授的关键性修改意见。在此，还要特别感谢五年来一起进行田野调查的李湘宁、徐

书鸣，以及他们在文章修改过程中所给予的帮助。 Email：yangzhongxian9@sina.com。

② 陶家平：“多份遗嘱‘撞车’，哪份遗嘱有效？”，载《乡村科技》 2011年第3期；该文更详细的版

本见《检察日报》2011年2月19日，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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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只有亲生女儿在身边的情况下，让女儿代笔，写下了遗嘱“我死后，房屋财产

由3个子女平均分享”，并于其后签署了自己的名字。若在一般情况下，财产由

儿女均分继承，这一行为属于通过以写立遗嘱的方式来处分自己的遗产，以确保

女儿的财产继承权。

王昆明去世后，其二子一女本应该进行财产分割。但是，其外孙王凡却把自

己的两位舅舅和母亲告上了法庭。原来早在 2004年，王凡还在大学就读，他经

常放假看望王昆明，而且还在王昆明患病时，特意从学校请假回家照顾他。基于

此，2004 年的盛夏，王凡再次回到外公王昆明家时，王昆明写立了一份遗嘱

“我死后，房屋、财产归外孙王凡所有，任何人不得侵占”，事后遗嘱交由王凡

保存。

法院受理该案后，试图调解因两份遗嘱引发的家庭财产继承纷争，不过，多

方调查和调解后，才发现王昆明在2009年还曾亲自写立了一份遗嘱：“感念王霞

对我的好，在我患病期间周全照顾，为感谢她，我自愿将我的住房赠送给她，任

何人不能干涉。”经过简单的查证，王霞乃是王昆明的“黄昏之恋”，并于 2006

年在当地民政局进行了结婚登记，换言之，她是王昆明的合法妻子。

王昆明之所以在2009年写立遗嘱，是因为当时被查出身患肝癌，王霞细致

地照料了他的生活，为此所感动。三次感动造就了三份遗嘱。

结果，三份遗嘱引发了长期的家庭纷争，法院多次介入调解也无效。最后法

院依据1985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20条：“遗嘱人可以撤销、变

更自己所立的遗嘱。立有数份遗嘱，内容相抵触的，以最后的遗嘱为准。自书、

代书、录音、口头遗嘱，不得撤销、变更公证遗嘱。”①认定 2010年王昆明留下

的第三份“代书遗嘱”，由于缺乏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的见证人，故而属于无效

遗嘱；王昆明写于 2004 年和 2009 年的“自书遗嘱”都是有效的。法院据此判

决，王昆明的存款只在 2004年写立的遗嘱中做出了处分，故应该由外孙王凡继

承；而房屋在 2004 年和 2009 年所立的遗嘱中均做出处分，且两份遗嘱性质相

同，故认定最后订立的有效遗嘱更具法律效力，所以房屋交由王昆明妻子王霞

继承。

不过，法院的判决并未说明的是，之所以认定2009年比2004年订立的遗嘱

有效，是基于最高人民法院曾出台了配套性的“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

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其中第42条规定：“遗嘱人以不同形式立有数份内

容相抵触的遗嘱，其中有公证遗嘱的，以最后所立公证遗嘱为准；没有公证遗嘱

① 《中国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网址：http://www.law-lib.com/law/law_view.asp?id=3158，最后访问时

间为2013年4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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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以最后所立的遗嘱为准。”①

这起因多份遗嘱发生在城市的财产处分和继承纠纷，揭示了家产制在当代的

新变化，对遗嘱继承的承认意味着个人自由处分财产的可能。这其中也包含了在

城市中，老人因三次病重而产生的三次照顾（赡养）行为，进而引发了三次对应

的遗嘱处分财产，遗嘱－赡养勾连的模式在当代家庭中是一个值得而并未被讨论

的问题。当然，根据现有的公开资料和研究还很难去估算遗嘱继承与赡养的勾连

在当代中国城市的普遍程度。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的市场经济开始兴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

法》（1985年）的解释，在表述上该法的制定是为了“保护公民合法的私有财

产，鼓励和引导私有经济、私有财产的合法发展”。

虽然这部法律并未区分城市和乡村，而是以“个人”为基础来阐释和表述财

产继承和财产处分的方式。但是在乡村社会，财产一直是农民家庭世代更迭、香

火延续的支柱。乡村社会的财产处分和继承问题，一直以来是研究乡村家产制的

重点。但管见所及，鲜有人关注乡村遗嘱继承这一事实和问题，以遗嘱来考察当

代乡村家产制变迁的研究至今更是付之阙如。

现有的研究多以继承习惯－法典的冲突、分家－赡养为重点来把握财产继

承，郭于华（2001）曾基于对河北一个村庄养老事件的分析，从代际交换的角

度，表明基于赡养和抚养、财产继承的公平交换逻辑，因国家权力的介入，支撑

代际交换的地方性知识失去了以往的制衡力量。

俞江及其学生 （俞江，2007；李传广，2007；蔡伟钊，2007；何永红，

2007；余盛峰，2007）则以农村财产继承习惯和国家法、西方法的冲突为切入，

并基于比较扎实的田野调查，来理解当代农村分家、财产继承的面貌。其意在阐

释农村固有习惯在当代延续的重要性，并放置在社会变迁的图景下，重新把握作

为地方性的习惯所发挥的支配性作用，以此说明国家法律和地方习惯、西方法律

移植的多重关系。

阎云翔（1998，2009）基于多年来对一个村庄扎实的田野调查，从 1949年

以后分家模式的演变，展现出了多子家庭从一次性分家向系列分家的转变，分家

的提前说明了年轻一代个人权利观念的强化，以及其对家庭伦理的新冲击。

这些研究侧重点各异，但是共享了一个前提，即当代乡村的财产继承虽然因

着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变迁，但继承的形式还是传统的。研究者虽然注意到了不

同层面的外在变化，但反而忽视了财产处分和继承形态内在的变化。

① “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网址： http://www.law-lib.com/law/

law_view.asp?id=3328，最后访问时间为2013年4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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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则从遗嘱这一特别的继承方式，梳理了清代遗嘱继承不具备财产处分的

自由。而当代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对遗嘱的认可，基于河北省李镇司

法所调解档案的研究，意在呈现遗嘱继承所展现的财产自由处分的部分形成，以

及遗嘱－赡养在当代村民生活和财产世界中的内在勾连。

二、清代、民国时期的遗嘱：不可自由处分的财产

对于传统中国遗嘱的研究，亦是集中在讨论其所体现出来的财产制度问题。

滋贺秀三在《中国家族法原理》一书中，虽然没有从遗嘱文书和相关的文献出

发，但通过对家产继承和处分的全面考察，认识到在传统中国的家庭中，家庭成

员不可以通过订立遗嘱、赠予这些方式来处分家产，这一不可更改的规定是对父

家长财产处分权利的制约，也体现了家产父子一体的原则。（滋贺秀三，2003）

概而言之，滋贺秀三从家族财产继承的整体属性出发，从财产处分权利的角

度考察了无法订立遗嘱对于父家长财产权利的制约，以及对儿子财产继承期待权

的保障，因而传统中国时期的遗嘱不会具有财产处分的性质。

在同一问题上，邢铁对宋代的遗嘱问题进行了专门的研究，通过对宋代律令

和各类资料的分析，他指出该时期的遗嘱继承财产和户绝情况下的立嗣是一体

的，这表示遗嘱继承只有在户绝的条件下才可行，在有儿子的情况下无法订立遗

嘱处分财产。邢铁进而推论出宋代的遗嘱继承主要目的不是为了家产的传继，而

是门第香火的延续。（邢铁，1992）

邢铁的这一认识总体上是恰当的，根源在于宋代户绝的情况并不少见，此一

时期普遍的立嗣制度还未建立。而到了明清时期，伴随着社会和观念的多重变

迁，立嗣制度普遍推行，同时寡妇在立嗣上亦获得了更多的自主权，不过这也使

得财产在男性一方继承成为更普遍的历史事实。（白凯，2007：33~34）在遗嘱与

财产的自由处分上，邢铁的这一具体研究，无疑从侧面进一步说明遗嘱作为财产

处分的特例而存在于宋代的户绝家庭中。

之后，魏道明和姜密就遗嘱继承问题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讨论，他们都从财产

制度入手，魏道明从遗嘱作为个人财产权兴盛的这一标准考察中国历史上的遗

嘱，认为中国的遗嘱继承只限于户绝条件下，离普遍意义上的以财产自由处分为

基础的遗嘱继承还相去甚远。（魏道明，2000）姜密则反证中国历史上存在遗嘱

继承这一社会习俗，并受法律一定程度的保护，父尊长（父家长）具有一定的通

过遗嘱处分财产的自由，在非户绝的条件下依然可以适用遗嘱继承。（姜密，

2002）遗憾的是，魏道明和姜密对此进行论证的资料基础相当薄弱，无法构成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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滋贺秀三和邢铁的论说的颠覆。

不过，最近俞江基于对徽州文书的广泛收集，考察了阄书遗嘱和立继遗嘱，

同样总结出清代的遗嘱是不以财产自由处分为目的的。（俞江，2006）并在之后

的论文中将徽州文书中涉及的遗嘱文书分为四类：（1）阄书遗嘱（或分家遗

嘱），（2）立继遗嘱（或立嗣遗嘱），（3）托孤遗嘱，（4）养亲遗嘱。阄书遗嘱、

立继遗嘱和养亲遗嘱都不涉及对财产的自由处分，依然在家产制的整体性质范围

内，只是一种写有“遗嘱”样式的文书而已。至于托孤遗嘱的特殊性在于，因为

立遗嘱人随时有去世的危险，其孩子又未成年，所以无法正常经营和保管家产。

在此情况下，立遗嘱人通过设立委托人或监护人，以保证在其儿子成年后，能够

正常地继承家产。（俞江，2010）这一财产安排不同于前三类遗嘱形式，其中关

涉到身份和财产的交互关系，也涉及如何保证财产的正常继承。不过，不可否认

的是，这类遗嘱的存在亦是在保证财产必须在父—子之间，按照父—子财产继承

的伦序进行传递（俞江的解释则认为这依然体现了作为整体性的家与财产继承的

关系），它只是规定了未成年继承人在父母死亡的特殊情况下，财产的监护问

题，其实质还是为了保障财产从父到子的继承，依然不涉及对财产的自由处分。

一言以蔽之，清代的遗嘱整体上不具备财产自由处分的性质。

而民国初期的大理院判决显示，伴随着对西方继承法律的继受，通过遗嘱继

承财产的方式已为国家法所接受，并和传统中国的诸子均分和立嗣制度构成紧张

的关系。（卢静仪，2008）但是这一财产继承方式对于当时普遍的社会继承方式

（以父—子财产伦序为主体、立嗣制度为辅助）的影响范围和程度，还很难确切

地给予说明。

1930年颁布并施行的《六法全书·继承编》同样确认了遗嘱继承在财产继

承中的地位及其法律效力。（孙萍萍，2011：34~36）细致地阅读《中国农村惯行

调查》这一最详细的民国时期的乡村调查记录，不难发现乡村的继承方式和清代

还保持着较强的连贯性。在民国时期，遗嘱继承还未被乡村社会所吸纳和接受。

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民国政府订立的《六法全书》被废止。在社

会生活实践中，财产继承问题一直存在着。而在法律上，继承问题迟至 1985年

才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来加以明确和规范。在这部继承法中，法定继

承和遗嘱继承作为并行不悖的两套继承方式而同时存在，同时这部法律在条文规

定上凸显了有效的遗嘱继承优先于法定继承。

2007年北京市东城区法院判决了一起三个花甲兄妹之间的财产继承案件，

事情起因于三人父母于1947年在北京购买了23间房屋，此时其父母已结婚，但

房屋产权证显示的所有人为其母亲一人，其母去世前留下遗嘱，房产由儿女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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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据此，妹妹提出应该依据《六法全书·民法》中的两条规定“妻以其本姓冠

以夫姓。赘夫以其本姓冠以妻姓。但当事人另有订定者不在此限”“妻以己名所

得之产为其私有”。及其母亲在去世前留下的遗嘱判定，房产由一人单独继承。

而她的两位哥哥认为依照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规定，“夫妻关系

存续期间购买的房产，应该是夫妻共有财产”。最后，法院并未听取妹妹对处分

财产的法源追溯的意见，而是根据婚姻法判定该房产属于夫妻共有财产，故而

母亲一方无权单独订立遗嘱处分，在财产的最后划分上，妹妹获得了 3/4 的财

产，两个哥哥平分剩下的 1/4。①此判决显然认同遗嘱继承，只是认为该份遗嘱

无法自由处分夫妻共有财产而已，因为遗嘱处分财产的前提是财产为其个人

所有。

这一案件显示了民国至今不同时期法律的冲突，以及遗嘱继承在城市获得认

可的事实。不过在乡村社会，随着土改、集体化、联产计酬、包产到户等一系列

的政治、经济、文化变化，乡村社会的财产继承在哪些方面延续了之前的继承方

式，又在哪些方面发生了新的变化，透过遗嘱这一特定的财产继承方式，本文希

冀展现当代华北乡村家产继承方面的延续与变迁。

三、当代乡村遗嘱的若干类型

从财产处分的角度来考察当代的遗嘱及其相关的财产继承和赡养问题，在此

使用的材料是一组遗嘱文书材料，这些遗嘱文书材料来源于笔者及合作者收集到

的河北省李镇司法所1992年至今的调解档案全宗，该调解档案共计534份，包含

了李镇下辖36个行政村的纠纷调解和各类文书见证。②其中包括29份与遗嘱相关

的调解档案（内有25份涉及遗嘱处分财产，1份涉及撤销之前所立遗嘱的见证，

2份涉及立遗嘱的请求经司法所工作人员调解而撤销），并且档案中还有不少遗

嘱和财产继承纠纷调解的内容。

① “退休兄妹争财产，抬出民国的《六法全书》”，载《北京晨报》2007年9月12日，网址：http://

news.ifeng.com/history/4/200709/0912_338_223069.shtml，最后访问时间 2013年 4月 16 日；“三花甲兄妹争

财产，搬出民国法律《六法全书》”，载《北京晨报》 2007 年 9 月 20 日，网址： http://news.qq.com/a/

20070920/000558.htm，最后访问时间2013年4月16日。

② 本文所引用的档案采用“年代－档案编号”的格式，年代为案件发生时间，编号为司法所工作人

员在制作档案时所标注的序号。极个别档案在制作时，由于并未标号，文中在引用时，注明为“年代-

X”。虽然当代中国乡镇司法所保存有大量这样的档案，但真正运用这类档案进行研究的还极为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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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李镇司法所档案所载遗嘱纠纷和遗嘱文书统计表（总档案数=29）

说明：1. 1995年，儿子请求断绝父子关系放弃继承财产，经调解后撤销。

2. 2004年司法所见证一份口头遗嘱，最后未同意当事人诉求。

3. 2006年中有一份赠与文书，性质和结果同于遗嘱，故列入。

4. 2008年是见证撤销一份2007年的遗嘱。

5. 跨年处理一例（2009~2010年）。

这些遗嘱文书最早的为1995年，最晚为2010年。从2006年开始，遗嘱文书

较过往有了大幅的增加，由于所获取的遗嘱文书和遗嘱纠纷样本有限，这一趋势

是否具有普遍性还难以判定。

李镇司法所调解档案中的遗嘱，其在档案中所属的类型包括赡养纠纷、文书

见证两大类，只有一份例外标明为遗嘱撤销。司法所工作人员在帮助当事人订立

遗嘱的过程中，会详细询问订立遗嘱的原因，并将其记录在案。因而借助于遗嘱

文书和询问记录，可以比单纯的遗嘱文书，更好地展现当代家产处分和继承的面

貌，也大幅提升了此类文书的资料价值。概而言之，司法所中的遗嘱档案，既包

括涉及父母如何具体处分财产的规定的遗嘱文书；又包含了对订立遗嘱的背景、

原因、过程和家庭关系的问答材料，它可以展示订立遗嘱的深层动因，即遗嘱－

赡养关联的事实，这种材料可谓是“一体两面”，能相对完整地勾勒家产继承在

当代的面貌。

由于遗嘱的内容关乎一个家庭最为重大的财产权益，所以它也是村民讳莫如

深的话题，我们几乎很难在村庄调查中，获得那些老人依然在世，却私下订立的

或经法律服务部门公证的遗嘱以及了解遗嘱背后复杂而微妙的关系。这也正是李

镇司法所中遗嘱文书和问答记录材料的可贵之处。

另外本文还使用了笔者及合作者于2009年7~8月、2010年2~3月、2010年8

月、2012年1~2月、2012年5~6月、2012年9~10月在其下辖的侯家营村①进行的

① 这个村庄系南满洲铁路株式会社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重点调查的村庄之一，其相关的调查资料编

入《中国农村惯行调查》第五卷（1981）。

年代

遗嘱
数量

1995

2

1996

1

1997

1

1998

1

1999

3

2001

1

2002

1

2003

1

2004

1

2005

1

2006

3

2007

6

2008

3

2009

2

201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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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次回访和追踪田野调查，①亦有诸多涉及与遗嘱继承相关的问题。这些材料在

区域、社会生活形态方面与上述档案材料有着极好的对应性，通过长时期的田野

调查，获得了诸多宝贵的关于遗嘱继承的背景材料，借此可以更贴近地把握当代

乡村家产制的延续和变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的规定，依据遗嘱文书的法律效力，其包括

公证、自书、代书、录音、口头遗嘱五种。不过，一方面，李镇司法所档案中所

载的遗嘱，不管是自书或由工作人员代书的，都经司法所公证，其性质均为公证

遗嘱，所以其法律上的分类并无多少可讨论的空间。或许在将来发现大量的、未

经公证的乡村遗嘱，并配合深度的田野调查材料，对我们研究当代乡村社会的家

产制会大有助益，也能弥补单纯依靠公证遗嘱研究的不足；另一方面，为了更贴

近地把握当代乡村遗嘱的真实含义，因而在此不以继承法的分类为依据，而是从

中国家产继承的“父—子伦序”这一原则出发（杨龙，2012b），对李镇司法所的

遗嘱进行分类，以明晰当代乡村家产制度的变与不变。

据此，可将遗嘱文书分为两大类：一是在无儿子的情况下，父亲（母亲）家

产的归属；二是在有儿子（一个或多个儿子）的情形中，父亲（母亲）如何处分

自己的财产。

（一）无儿子情况下的遗嘱继承

自明代以降，在中国乡村社会没有生育儿子或儿子在幼年夭折的家庭，因无

成年儿子继承家产，故而在这样的家庭中，必须经由在同宗“昭穆相当”中过继

一个儿子，或者施行“兼祧”的举措，以保证财产在家系内的父子之间严格继

承。②（白凯，2007：3~4）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乡村社会的过继和兼祧

不再被接受，首先是国家在法律和政策上严格推行一夫一妻制度，兼祧及其相关

① 黄宗智（2000：40~41）和杜赞奇（2006：6~7）在20世纪80年代写作自己的专著时，都曾访问过

《中国农村惯行调查》所载的几个村庄，这些调查的重点是验证“惯调”的可信性，感受材料发生的具体

场景。20世纪90年代，周其仁（Zhou，2000）基于“惯调”及相关调查，和对沙井、米厂的再调查，重

建了清末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华北人口和生育的模式。另外日本学者三谷孝（1993，1999~2000）组

织一批学人对“惯调”所涉的5个村庄进行了回访调查，将视野往集体化和当代延伸，最后形成了新的资

料集。21世纪初，张思（2010）组织学生重点对侯家营村进行了回访调查，并收集了数量庞大的村级档

案，他们运用田野调查资料和村庄档案进行了系列的研究。笔者及合作者也于2009年开始对侯家营村开

始长时间的回访调查，并围绕相关主题大量收集该村所处的镇、县两级的档案。回访调查过程和方法，参

见杨龙（2012a）。

② 在清明时期的福建，虽然亦对“螟蛉子”、“异姓子”有严格的限制，但是一些宗族依然允许将其

列入族谱，成为宗族的正式成员。（郑振满，2009：190~191）不过，“异姓子”的财产继承权利问题在实

践上则未有定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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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夫多妻”自然立刻被抛弃了；其次，过继制度虽然不再为制度所接受，但

还部分地存在于集体化时期的村民生活实践中。（对王胜榜的访谈，2012年1月

21日）而在当代华北乡村社会，过继已经基本消亡了。

因此，当代华北乡村社会没有儿子的家庭，在家产继承上面对着更为突出的

问题。从遗嘱继承方面来看，根据李镇司法所档案中遗嘱文书的显示，无儿子的

家庭一般通过三类方式实现财产的继承：“养老婿”继承、兄弟继承、侄子继承。

1􀆰 “养老婿”继承

1995年春节刚过，52岁的莫二村村民陈林峰和大女儿陈慧银、女婿徐民舒

来到李镇司法所，出示了一份“过婿合约”，要求司法所工作人员做一个公证，

死后全部财产交由大女儿和女婿继承。

陈林峰生有 4个女儿，且在 1995年时均已出嫁。早在 1985年，因担心自己

老无所养，所以希望已经在女婿徐民舒村庄生活的大女儿回来，此时距其大女儿

出嫁才一年（陈慧银与徐民舒于1984年结婚）。

陈林峰的大女儿陈慧银考虑到：“父亲只有四个女儿，没有儿子，将来老了

也不中，我是长女”，表示愿意回到莫二村，这一想法也得到了其丈夫徐民舒亲

生母亲的同意，所以于1985年她就搬回了父母所在的村庄。

在订立“过婿合约”之后，他们进一步要求司法所进行见证，以确保该文书

的法律效力。司法所工作人员认为以“过婿合约”来作为财产继承的前提，符合

继承法的规定，就同意公证。同时，在询问笔录中，陈林峰亦明确表示其他三个

女儿无权继承自己的财产。

这份文书在订立同时生效，“过婿合约”中规定：在陈林峰死后，其名下的

六间正房、两个猪圈、一个所间和院墙等不动产，以及所有的其他家产，都归属

于陈慧银和徐民舒。（李镇司法所档案，1995-3）

这意味着“过婿合约”集招婿文书和遗嘱文书为一体，已包含了父亲陈林峰

对财产的处分，排除了在继承法上和陈慧银处于同一顺位继承人的三个女儿的继

承权，并且确定了大女儿和女婿独有的继承权利。

在当代华北乡村，通过“招婿”的方式来养老基本不复出现，而且以此来实

现财产的继承亦比较鲜见。现今在无儿子有女儿的家庭中，普遍的做法是给离家

近的女儿更多的财产，因为要依托她来照顾晚年的生活 （对侯国立的访谈，

2012年 1月 25日），而不是“招婿”，一般的乡村家庭中已难以接受这种方式，

且觉得其没有实质的意义，无法切实地保障老年生活。

2􀆰 兄弟继承

1997年，77岁的王德成希望大儿子王达生订立遗嘱，将所有财产交由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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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四儿子王达民继承，而最重要的财产却是王德成本人的四间正房。为此，司法

所工作人员分别找王德成的四个儿子询问，以了解其中的内情。一方面，他们担

心以王达生的名义处分王德成的财产给王达民，其他两个儿子如果不知情，可能

会引发一系列的纠纷，所以在询问时，其他两个儿子是否知情成为了讨论的重

点；另一方面，他们希望把事情的来龙去脉查清楚，为何父亲的财产要通过王达

生立遗嘱，转由王达民继承。

事情起因于25年前王达生不幸瘫痪，以至于一直未婚，所以和父母居住生

活，并由自己的父母照顾。遗憾的是，在 1997年王达生的母亲去世了，父亲亦

已是77岁高龄，王达生面临着可能无人照顾的艰难处境。

所以父亲王德成跟其他三个儿子讨论之后，决定由王达民来照顾王达生，为

了补偿王达民为照顾王达生所付出的时间和辛劳，所以王德成将自己的房子交给

王达民。

由此可见，王德成是先通过与四个儿子协商的方式，把自己唯一重要的财

产——四间正房赠与自己的大儿子王达生，其他三个儿子也接受了父亲对财产的

处分决定，虽然他们并未订立赠与文书。而王德成在司法所请求的是，请工作人

员公证王达生订立遗嘱，将财产交由王达民。

司法所工作人员明白这一点后，分别与王德成的三个儿子沟通，询问他们是

否同意父亲对财产的处分，三人均表示同意，并在相关笔录上按下了手印，这就

足以证明父亲王德成对财产的处分获得了正式的认可。（李镇司法所档案，1998-

3）也正是需要先完成这一步的财产处分，即由父亲将财产赠与王达生（因王德

成此时尚在人世，所以在法律上并非遗嘱继承），才确保了王达生对四间正房的

财产处分权利。

接下来，就可以顺利地公证王达生的遗嘱协议了。其内容显示，王达生在协

议公证之后，正式由王达民照管，负责其生活起居；在王达生去世后，其名下的

四间正房由王达民继承。同时，附加的条款是若王达民有虐待王达生的行为，其

他两个兄弟可以干涉，至于能否剥夺王达民的财产继承权则不得而知。

这份遗嘱协议，还包含了父亲的财产赠与协议。即在这份遗嘱当中就包含两

次财产处分，一次是王德成对王达生的赠与，另一次是王达生以遗嘱形式将财产

交由王达民继承。只有在完成了财产从王德成到王达生的赠与，这一赠与自然是

以排除了王达生其他三个兄弟继承权为基础的；然后才能完成从王达生到王达民

的遗嘱继承。当然，在遗嘱继承部分，其附加条件为对王达生的终生照顾，否则

遗嘱继承将无法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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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侄子继承

1999年的初夏，农忙已过，70岁的李利民和他41岁的侄子李建国来到司法

所。他们是李镇前刘陀村人，此行的目的是要订立一份过继见证书：李利民同意

李建国过继到自己名下。

李建国自述：“我李建国是李利民的亲侄，我大爹李利民现已年迈，身体有

病，一生独身一人，所以我一定把我大爹赡养好，尽我最大的能力。”同时语气

一转，“但是我大爹李利民的一切房屋及财务死后归我李建国所有”（李镇司法所

档案：1999-22），这意味着在过继的同时，李建国需要赡养李利民并继承他的

财产。

自述中表明李利民一直是独身一人，在申请人一栏中，清晰地记录下了申请

人是李建国，在盖有司法所公章的见证书里，又显示过继—赡养—继承的要求得

到了双方当事人的同意。

其实这是一起非常简单的家事见证，李建国的过继、赡养和财产继承三种行

为本身就是捆绑在一起的。过继行为已经不为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所

接受，而且在当代乡村社会亦比较鲜见，这一行为的法律效力和习惯约束也就颇

值得怀疑，不过在过继的同时，赡养－财产继承却具有密切的相关性，可以断

定，这一财产继承的效力更多是来源于赡养责任。

在侯家营村，此类问题同样存在，终身未婚的男子多半将财产交由侄子继

承，也把养老的希望寄托在了侄子的身上。陈晓民已近六十岁，由于身有残疾，

一直未婚。虽然他并未订立遗嘱，但是口头上已经与自己弟弟陈晓刚、侄子陈强

（陈晓刚之子）达成协议，自己丧失劳动能力后由侯强赡养，死后财产由侄子侯

强继承，当然这一财产处分不是通过“过继”，而是经由遗嘱来实现。（对陈晓民

的访谈，2012年1月23日）可见在这一类的财产继承中，“过继”已非财产继承

的前提条件了。

终身未婚的男子多采用这种继承方式，以确保自己晚年的生活，并通过自由

处分将财产交给自己能托付晚年的侄子，对财产自由处分的权利反而为这些单身

男子的晚年生活提供了保障。

4􀆰 财产归大队所有

自农村集体化开始至今天，房屋依然是绝大部分村民最重要的财产。在当代

华北农村，因集体化时期的阶级身份、身体残疾、精神问题或过于懒惰等，有不

少的男子终身未婚，他们在面临养老问题时，一部分人会选择处分自己的房产给

村委会，以换取村委会为自己养老。

2005年，70岁的胡春兰因其年老丧失了劳动能力，而且无儿无女。多年以

184



来都是通过村委会以“五保户”的名义，获取政府小额的接济。在 2005年他又

找到村委会的干部，表示不愿意到养老院去养老，希望能留在村中度过晚年，不

过需要村委会提供经济上的帮助。之后，他和村委会达成协议，由村委会每年提

供800元的生活、医疗费用，每半年发放400元。如果出现较为严重的疾病，村

委会将另外出钱为他治疗。

与此同时，胡春兰承诺自己的三间正房及与之相连的院子，在死后即归村委

会所有。（李镇司法所档案，2005-19）这份文书名为赡养协议书，实际也包含了

一份遗嘱，即如何处分老人房产的问题，虽然它附带了村委会为其养老的前提性

规定。

这样的事例并非当代独有的现象，早在集体化时期的侯家营村，孤身的、无

儿女的老年人会选择将财产（房屋）转为大队所有，同时大队安排他到当地公社

的养老院养老。（对陈为国、侯京生的访谈，2009年7月23日）在今天的华北乡

村，还有不少终生未婚的村民，认为自己可以把财产交给大队，自己通过大队的

救济来安排晚年的生活。（对陈立强的访谈，2012年1月23日）不过，让人疑惑

的是，这种行为到底属于正常的经济交易，还是订立遗嘱，这一问题的核心在于

养老的费用是否和遗产的价值具有对等性。由于个体的巨大差异，这一估算几乎

是不可能的。

断定其是否具有遗嘱的性质，抛开经济交换的思路，而从财产处分来看，或

许有不同的说明。在其中，作为财产的所有者，通过订立文书，处分自己的财

产，获得了村委会、镇司法所的同意，表明各方都认可这一财产属于其个人所有

的事实，自然这一财产处分的方式就具有了法律效力。

下面的这个案例或许多少可以旁证这种基于赡养－财产的遗嘱协议文书具有

财产自由处分的性质。1995年吴红生突然来到司法所，要求和自己的父亲吴德

才断绝父子关系，不继承父亲的财产，而且要求将父亲的财产交给村委会，自己

也不负责养老。作为这个家庭唯一的儿子，他声称自己和妻子遭受了父母的虐

待，甚至自己9岁的女儿也不能幸免，一直以来承受着自己父母无休止的打骂。

司法所工作人员立刻找来吴德才，他立刻否认此事，要求他们“到群众中了解，

如有错误，由我负责”。（李镇司法所档案，1995-16）司法所工作人员感觉到不

可理喻的是，儿子怎么可以对父亲的财产提出自己的处分意见。

经多方调查后，发现事实并非如此，而是吴红生夫妻经常找各种理由谩骂自

己的父母，他们希望脱离自己的父母单独生活。①但是父母忍耐着这一切，期待

① 阎云翔（2009）对东北一村庄的调查指明，乡村年轻的一代越来越希望摆脱父母单独生活，以获

得更多的私密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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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一直和自己的儿子一起生活，父母和儿子之间因此展开了长期的“家庭战

争”，最终吴红生选择诬告自己的父母，并要求以不继承财产的方式来断绝父子

关系。结果，工作人员支持了其父母的意见，要求吴红生向其父母道歉，并承担

起赡养的义务。当然，财产自然还需要吴红生来继承。

在这一事件中，司法所工作人员的态度颇为明确，父亲吴德才的财产如何处

分，只能由吴德才自己决定，既然吴德才不同意儿子吴红生的方案，并要求财产

交由儿子继承。他们很快就转向去寻找吴红生在生活中对父母的粗暴行为，并最

终劝服了吴红生。

在这一案例中，司法所工作人员从一开始就认定了父亲吴德才的财产归属于

他个人，所以吴红生的要求是不可能实现的，儿子无权利主张父亲的财产如何安

排。可见，把房屋交给村委会，村委会负责养老，在村民的观念中具有某种可行

性，而且伴随着财产的自由处分问题。

这里存在一个与财产处分密切相关的问题，在父亲不同意儿子处分财产方案

的情况下，是否意味着父亲要求财产必须由儿子继承，儿子不可以否定呢。如果

这一点是成立的，是否意味着父亲对儿子在财产关系上，仍然具有强制的权利。

这个个案中涉及的财产处分，其实不能说父亲对儿子在财产上具有强制的权利，

因为遗嘱不需要继承财产一方的同意即可订立，儿子即使不同意，在法律上父亲

也可以立遗嘱让儿子继承财产。同时此事的关键是儿子主张处分父亲的财产，父

亲所要求的关键则在于赡养，因此司法所工作人员的核心也是说服儿子结束对父

母的粗暴行为，并用法律的名义进行压制，并要求其履行赡养的义务，所以其本

身在实践上还不能说明父亲具有强制儿子接受财产的权利，而是因法律要求儿子

必须履行赡养的义务。

（二）有儿子情况下的遗嘱继承

清代至民国时期的乡村社会，在有儿子的家庭中，财产继承还是严格在男性

成员中进行。以往的研究和调查认为，在当代乡村社会，有儿子的家庭依然在使

用传统的继承方式，这一认识似乎构成了“不证自明”的事实。不过，遗嘱文书

和相关的档案、田野材料，恰恰显示了在有儿子的家庭中，财产继承亦发生了新

的变动。

根据档案中所载的文书，父母完全可以借助于遗嘱，实现对财产的处分。这

一处分的结果大致包含三种方式：“诸子均分”、其中一个儿子继承、女儿继承。

1􀆰 通过赠与和遗嘱的“诸子均分”

清代和民国时期的遗嘱中，最常见的一类是父亲写立遗嘱，明确财产在死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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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子均分”，这类遗嘱和父亲死后儿子们再进行分家并无区别，所以它不具备处

分财产的性质。（俞江，2010）当代乡村的赠与和遗嘱文书中，也常见这类由父

亲立的，经李镇司法所公证，基本上是几个儿子均分家产的文书。不过，二者却

有着根本的不同，前者意味着父亲没有财产处分的自由，后者却是父母已有对自

己财产处分的自由，所以在此前提下采取传统的方式，让儿子均等继承财产。

2006年李镇二村村民张材增突然要求将自己的六间正房均分给自己的两个

儿子，还出示了一份自写的“变更房产权属申请书”，他一再申明此房修建于

2000年，是由两个儿子共同出资修建的，所以他这样做只是物归原主罢了。

司法所工作人员提出，这一问题可以通过找中人说合，写立分家单即可，不

必通过司法所来公证。张材增反驳说这不是分家，只是要变更房主的信息而已。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1999）的规定，变更房产信息的行为实质就是

赠与，而赠与成立的第一个要件是财产的个人所有，第二个要件是受赠人表示接

受，赠与必须是双方当事人都同意的前提下才能成立，而遗嘱只需要财产所有的

一方作出处分的决定即可。

工作人员指出了其中另外的关键，张材增的六间房屋如果是两个儿子共同出

资修建，那么儿子都是财产继承的权利人，需要得到他们的同意。不过张材增故

意回避这一问题，声称自己本要订立遗嘱，但是考虑之后觉得还不如直接变更房

产的户主。提出无需工作人员过问自己的赡养问题。（李镇司法所档案，2006-X）

最后，司法所工作人员在财产被授予方缺席的情况下，见证了张材增的房产

变更请求，虽然当事人一再强调只是物归原主，其实见证的不是产权变更，而是

张材增对房产的赠与。这一财产处分行为是在两个儿子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的，

其中的隐情司法所工作人员并未深究。司法所工作人员虽然见证了这个赠与，但

是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在受赠人未允诺的情况下，这个赠与合同是有瑕疵的。

从中可以断定，司法所工作人员在处理此事时，已然认为父亲张材增通过赠

与的方式处分自己最重要的财产，可以得到儿子们的同意，也可以不得到儿子们

的认可。

与此同时，张材增特别要求这份房主信息变更书需等到自己死后才能向两个

儿子宣布，因而我们可以断定在法律上这是赠与行为，在赠与的同时附带了死后

才能告知儿子的要求。

如果张材增以遗嘱的名义来处分房屋，其结果是完全相同的。根据我们掌握

的材料很难把握张材增为何选择了法律上的赠与而非遗嘱。不过从结果来看，张

材增隐瞒两个儿子以赠与的方式处分财产，目的在于赠与能立刻实现财产的处

分，而遗嘱只能在其死后才能生效。他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要把财产的纷争留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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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后由儿子们自己去解决。

不过鉴于其财产处分需在张材增死后才能生效的事实，可以认为在这一事件

中的赠与的实际效果上和遗嘱有相当的性质，只是张材增让房屋在活着的时候就

实现了转移而已。

另一个类似而不同的例子，则更能说明当代乡村财产处分的新变化。81岁

（2008年）的严淑丽，育有三子三女，三个儿子俱已成家，三个女儿也已出嫁，

老人有7间正房，在华北乡村可谓是家产不菲。

2008年，严淑丽写立了一份遗嘱，要求司法所公证。该份遗嘱标明7间正房

全部属于其个人财产，遗嘱中所确立的分配方案亦是其个人的真实意思。其中有

3 间长子长期居住，所以由长子继承；另外 4 间正房归次子和三子，至于居住

权、所有权由他们两人协商决定。

最重要的是，立遗嘱人要求“立嘱人谢世之后，特委托李镇法律服务所①向

其子女公布”。（李镇司法所档案，2008-X）而且遗嘱文书只有两份，严淑丽和司

法所各持有一份。严淑丽绕开三个儿子，订立了这份遗嘱，显然也是为了避免生

前因家产继承引发不必要的麻烦。

在多子家庭之中，通过赠与、立遗嘱来均分家产，在当代乡村并非例外，但

是与清代、民国时期乡村社会不同的是，父亲可以在不取得儿子同意，甚至在儿

子不知情的情况下，写立遗嘱文书，这凸显了当代乡村社会父亲在财产上已具备

相当的自由处分的权利，而且这一权利在法律上不受制于自己的儿子。

2􀆰 其中一个儿子继承

在涉及遗嘱的档案中，最多的一类（一共有五份）是有两个或更多儿子的家

庭，父母选择写立遗嘱将财产交由其中一个儿子继承。

2008 年，许荣发要求司法所撤销一年前公证的遗嘱，这份遗嘱明确其财

产——两间正房及相连接的一块宅基地在死后由其二儿子继承，长子无遗产继承

的权利。（李镇司法所档案，2007-15）原因是长子自2005年开始，未向父亲提供

许诺的用于养老的粮食和钱。

相比于这个反复的案例，其他家庭在财产处分上则显得更为坚决。1998年

75岁的汪家玲，在弥留之际，在妹妹汪常玲的帮助下写了一份遗嘱，声称自己

生育有四个儿子，长子魏成华长期生活在东北的四平，未对老人履行赡养义务；

次子魏成才远在河北唐山，虽然定期给付生活费，但长期不在身边伺候；四子魏

成利自从结婚之后，就再也没有赡养老人；所以长子、四子不能继承其财产，次

① 在中国的乡镇一级政府，法律服务所和司法所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是完全重合的乡镇机构。

参见尤陈俊（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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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未伺候老人，所以主动提出不再继承老人的财产，故财产全部由三子魏成兴

继承。

从遗嘱的落款来看，当时秦庄村的几位村干部都在场见证了此事。而汪家玲

在世的三个儿子，魏成利并未出现在署名中。（李镇司法所档案，1999-2）从其

他相关的遗嘱文书来看，一般在父母和儿子都知情的情况下，儿子们都会列入署

名中，以避免日后不必要的纠纷。因而可以断定，汪家玲在写遗嘱时，本来就没

有让四子魏成利出现的想法。

在当代华北乡村社会，按照常规的做法，所有儿子都应该出现，以保证财产

处分的正当性，不过在有多个儿子的家庭里，由一个儿子继承财产的情况下，其

他未继承的一般不出现。其他三份类似的遗嘱中，父亲有两个或更多的儿子，他

们都选择了将自己最重要的房屋交由其中的一个儿子继承，且其他儿子也没有出

现在署名中。（李镇司法所档案，1999-19；2006-9；2009-11）

由此可以说明，一是当这样的财产处分被做出时，失去财产继承权的儿子往

往选择不出现以示抗议，但这并不能改变事情的结果；二是财产所有者在写立遗

嘱时，认定财产是其个人所有的，并拥有自由处分的权利，且不再受制于父子关

系，尤其是不赡养老人的儿子。

多子家庭中，父母通过遗嘱自由地处分财产，而且选择其中一个儿子继承的

方式，无疑揭示了当代乡村家产制的变革，即从传统的父－子财产继承的伦序和

诸子均分，走向了可以依照传统的继承和分割方式，也可以采取新的自由处分财

产的方式。从侯家营村当代分家的事例来看，为养老和家庭付出更多的儿子，也

往往倾向于主张多分得财产。（杨龙，2012a）而更多的多子家庭，还是会选择用

传统的诸子均分，来让儿子们“公平”地继承财产。

3􀆰 女儿继承

在当代华北乡村有儿子的家庭中，女儿继承财产的事例比较鲜见，不过随着

父母对自己财产处分权利的逐渐确立，这一状况也正在改变。

2012年5月，当笔者第五次来到侯家营村调查，与村支书陈为国等人谈及村

庄中有儿子的家庭，有没有将财产交由女儿继承的例子时，他的回答十分耐人

寻味。

“问：村里有儿子的家庭，有立遗嘱让女儿继承财产的例子吗？

答：现在的农村不同以往，老人都指着儿子养老，一般来说，都还是让儿子

继承。但也有例外的，比方说一个家庭有两个儿子的，老人一碗水端不平了，有

兴（让）女儿继承的。

问：那就是说村里确实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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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按照法律，立遗嘱这个是可以的，爱给谁给谁。不过具体情况嘛咱就不

好说了。”（对陈为国、陈晓国的访谈，2012年5月27日）

随后，当我们准备睡下时，村支书陈为国又敲开我们的门闲聊，他主动地提

到上述的问题，并自问自答地说村里的李玉红，是将自己的房产交由女儿继承

的，具体情况可以在村里多问问，但不可透露是他提及的。（访问日记，2012年

5月27日）其实，早在此之前，我们通过获得的司法所档案材料，已知悉了这个

事例。

2006年的一份房产过户见证中，载有李玉红于1997年写下的遗嘱，该遗嘱

表明母亲李玉红在征求两个儿子同意的基础上，把自己所有的三间正房和房子毗

邻的地基在死后都交由女儿张春花、女婿杨会生夫妇继承，且遗嘱是永远有效

的。（李镇司法所档案，2006-18）到了2006年，张春花到李镇办理了过户的相关

手续，并且司法所工作人员查阅和复印了当初订立的遗嘱为证据，保留在房产过

户的档案中。

这份遗嘱经过村委会见证，李玉红和她的两个儿子都在遗嘱上签字了，当时

的村委会主任正是现任村支书陈为国，其姓名赫然在列。

其实在这个事例中，财产交由女儿继承并不那么“不好说”。李玉红的两个

儿子在村中通过养殖业和开办小型企业，已成为进入李镇最富裕人的行列。①所

以为了照顾其妹妹张春花，自然非常乐意将财产交由张春花来继承。

虽然，继承法明文规定女儿和儿子在家庭财产继承中，属于同一顺位的继承

人，有同等的继承权，但在乡村社会，不管是女儿外嫁还是与本村男子结婚，大

多数依然未能继承财产，她们也很少去主张继承财产。在她们看来，继承财产和

养老是联系在一起的，既然不承担养老的责任，自然不可能继承财产。（对陈晓

国的访谈，2012年10月2日）

四、家庭财产权的历史变革

通过以“父－子”为主轴，将当代遗嘱区分为两大类型（有儿子的家庭和无

儿子的家庭），并细致地梳理了不同类型中遗嘱继承的事例，尤其是遗嘱中显现

出来的自由处分财产的新事实。

不难发现，在有儿子一类的家庭中，遗嘱继承包括“诸子均分”的事例。在

清代的遗嘱文书中，诸子均分的遗嘱与一般的分家原则相重合，它无非是这一分

① 关于李玉红儿子的发家和致富史，参见张思（2010：152~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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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原则的另一种呈现形式，本身并无处分家产的性质。去掉“遗嘱”二字，遗嘱

文书即相当于分家单，所以这类遗嘱在性质上，进一步证明了父亲无自由处分财

产的权利。（俞江，2010）而当代通过遗嘱的诸子均分，却有不同的事实和指向。

以张材增的赠与文书为例，他提出转让房屋，且不让自己的儿子知道。

“问：您交给我们的要求见证申请，是您自己写的，还是找人代写的？

答：是我亲自写的，是我个人手笔。

问：按规定，您的子女都为权利人，应征得他们的意见，您同意吗？

答：不行。遗嘱得等我死后，而现在我还明白。房子是他们兄弟建的，就是

还给他们，与别人无关。

问：您的赡养问题有安排吗？

答：都不用你们管，我自己有安排。”（李镇司法所档案，2006－✕）

同样，严淑丽也是在子女不知情的情况下，立下遗嘱均分家产给三个儿子。

可见这类赠与或遗嘱的形式和一般的分家单并无太大的差别。但是它背后关涉的

财产处分的性质却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其特点在于父母具备了独自处分自己家产

的权利；司法所公证人员也认同登记在个人名义下的财产属于个人所有，这两点

结合在一起，即写立赠与或遗嘱文书将家产均分给儿子的前提，不是儿子们处在

严格的“父－子伦序”之中，而是父母拥有对自己财产自由处分的权利，这一权

利已不再受限于儿子对财产的必然继承期待权。

和一般分家原则相当的遗嘱所展现出现的家产制变迁趋势，在其他类型的遗

嘱中，得到了更为充分的展现。无子情况下兄弟、侄子、村委会继承，以及有儿

子情况下由其中一个儿子或者女儿继承，这和传统时期上的继承方式全然不同。

在清代和民国的乡村社会，无儿子的家庭，一般还采用立继、兼祧的方式，确保

财产在家内的继承（滋贺秀三，2003）；有儿子的家庭，自然严格遵循“父－子

伦序”继承财产，由一个儿子或女儿继承财产是不可想象的。（杨龙，2012b）家

产通过这类遗嘱处分的普遍性虽然还无法确切地说明，但这种处分方式本身就足

以说明财产是父母个人或父母共有的事实。

不能忽视的是，在当代华北和东北乡村社会有儿子家庭的财产继承，一般还

是采用传统的继承方式，虽然出现了提前分家和系列分家的新模式（Cohen，

1992；阎云翔，1998）。虽然分家的时间和分家方式发生了改变，但没有改变的

是财产继承的大体面貌。无儿子有女儿、无儿无女的家庭，则因为立继、兼祧制

度的消亡，已出现新的继承方式和准则，并表现出了全新的变化趋势，加之 20

世纪 80年代以来计划生育政策的严格执行，使得这类家庭的比例大幅提升，使

得这类家庭的财产继承问题更值得探究，不过这一问题超出了本文论述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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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农民的观念之中，家庭财产权利的新变化也逐渐开始形成，只因传统的

财产继承形式和一直困扰着乡村老人的赡养问题的双重制约，使得在当代华北乡

村中老人更依赖财产来刺激和约束儿子养老。

“问：在家庭里，父母的财产属于父母自己，还是属于父母儿子一起的？

答：当然属于父母自己的，现在小的结婚了，一般财产都是各管各的。

问：儿子可以干涉父母把存款送给女儿或其他亲戚吗？

答：原则上不能干涉，本来就不是他的。但是父母都没这么做的，谁会无缘

无故这样。当然出了啥事，要用钱，父母给女儿一些，儿子也干涉不了。”（对侯

振春的访谈，2012年10月3日）

父母可以不受约束地处分自己所有的财产，同时对借贷的偿还责任也脱离了

传统的“父债子偿”。2005年，侯家营村的陈晓国向自己的亲戚借贷了 3万元，

原因是他的儿子养殖貂亏本，而他的儿子又缺乏这样的关系来进行无息借贷，所

以只好找父亲陈晓国出面借贷，事后，这笔钱也由陈晓国归还。

“问：您借的这笔钱，他（债主）能找你儿子要吗？

答：不能，谁借的找谁要。我儿子借的，债主也不能找我要。

问：现在还有“父债子偿”的说法吗？

答：没有了，个人借的个人负责。现在一个是小的（儿子）结婚了，钱都自

己和儿媳妇把着（掌管），我们也不能负责还他在外面借的钱。”（对陈晓国的访

谈，2012年10月2日）

从积蓄和借贷方面，也显示了家庭财产权在村民观念上的新变化，足以和遗

嘱文书相印证，说明当代乡村遗嘱文书中新的内容并非全然是法律移植的后果，

它有着现实的社会基础，这一财产处分的新变化值得进一步研究。

首先，财产权个人和夫妻所有的确立。遗嘱一般由父母提出设立，虽然有的

家庭会和儿子协商讨论，但儿子并没有干涉的权利。遗嘱由父母所确立，遗产伴

随着父母的死亡而发生继承；遗嘱经过法律服务部门的公证，具备了法律上的效

力，意味着在父母不改变自己财产处分决定的前提下，其具有不可逆转性。当

然，在现实生活中，也存在父母立下遗嘱后，因家庭情况和家庭关系的变化，又

改动原先确立的遗嘱（李镇司法所档案，2007-15），改立遗嘱的决定自然也是父

母做出的。所以，遗嘱中对财产处分的自由，可以视为财产权个人所有的确立，

这也是其和清代遗嘱根本的不同所在。

其次，财产个人所有与传统的继承方式并存。在当代华北乡村社会，一个或

多个儿子的家庭，财产的继承时常还是遵循着“父－子伦序”。财产个人所有在

观念上得到了村民的认可，并且父母可以因儿子不赡养而采取改变被继承人的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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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但是一般家庭还是由儿子用均分的方式共同继承家产。从田野调查所获得的

资料来看，传统的继承方式还占据着主流，但是村民和法律都没有否认财产个人

所有，两者共同构成了当代华北乡村家产继承的一体两面，即财产个人所有的前

提下，父母依然使用传统的继承方式让儿子继承家产。

麦克法兰在研究英格兰13至18世纪家产处分和继承形态时指出，英格兰也

存在着可分割的遗产继承和不可分割的遗产继承，二者的关键在于父母是否具备

了对财产独立的处分权利。教区档案表明，可分割的遗产继承可以表现在人口流

动、土地交易、手工业专业等多个方面，它有时被掩盖在不可分割的遗产继承的

形式之下（麦克法兰，2008），但核心依然在于财产处分权利是否为个人所有。

从更为立体的层面来讨论当代华北乡村家产处分的面貌，以及财产个人所有

和传统继承方式交叠，这个问题需要放置在家产继承的整体面貌下进行，这是值

得未来深入探讨的问题。

最后，财产权个人所有的确立，意味着中国乡村家庭财产呈现出了从纵向的

父—子伦序向横向父母所有转型的新格局。对于清代和民国时期的家产制，滋贺

秀三认为是父子一体，父子关系可以扩展，儿子对财产有不可剥夺的期待权（滋

贺秀三，2003）；俞江认为财产从属于整体性的家，而绝非父亲个人的财产（俞

江，2006）。通过分类整理“惯调”的资料，笔者发现不管在何种形态的家庭之

中，财产继承其实严格地遵循“父－子伦序”，不可隔代继承，父子关系也不可

以扩展（杨龙，2012b）。从遗嘱来看，这些原则已经被不同程度地打破了，传统

时期父母不能享有遗嘱自由的状况，已经扩展到父母都享有相当程度的通过遗嘱

自由处分家产的地步。

综上所述，讨论遗嘱与家产的核心在于，遗嘱中是否能体现父母对家产的自

由处分权利，从李镇司法所档案所载的文书来看是毫无疑问的。当然，这个问题

不能脱离当代乡村家产继承的整体面貌，否则我们就会错误地判断家产继承的现

状及其变迁。

五、遗嘱：赡养与财产处分的勾连

从财产自由处分的角度，遗嘱彰显了财产个人所有的事实。然而我们不能剥

离现实的处境而单纯地讨论财产处分，司法所档案所载的询问笔录，都将赡养问

题作为财产处分问题的核心。完全可以想见，当代华北乡村社会农民缺少养老的

保障，因而养老问题很自然地会成为其财产处分所关涉的中心。

在档案中，几乎每份笔录中都会涉及赡养问题的安排，即便在立遗嘱人不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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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提出的情况下，司法所工作人员也会提及。不过，在遗嘱文书中，涉及赡养问

题的反而不多，故在这方面问答记录极好地弥补了遗嘱文书的不足。下面摘录一

份比较特别的遗嘱文书（李镇司法所档案，1999-2），来展现这一问题：

我叫汪家玲，今年75岁，亡夫魏金才已在1996年病故。我身患多种疾病，

一年不如一年。现有遗产三间房子和前后小院一处，及院内一切物品。怕死后儿

女闹矛盾，特立遗嘱如下：

根据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规定，谁扶养老人就把财产交给谁继承。因魏成兴从

他懂事起就一直负责照顾我，他住在我的身边（秦庄村），吃、喝、住、行他全

管，特别是在我病重时，都由他家照顾。所以遗产全由我三儿子魏成兴继承，特

立遗嘱。

立遗嘱人：汪家玲

代 书 人：汪常玲

证 明 人：汪成喜 汪茂兴

1998年7月20日

立这份遗嘱时，汪家玲已近弥留，她作出这样的财产安排，是基于排行第四

的儿子自结婚后从未赡养老人，排行第二的儿子虽然每年寄给生活费，但从未在

身边照顾，所以认定二人都没有继承财产的权利；相反排行第三的儿子则一直在

身边照顾，尽到了赡养－老人的义务，理应继承财产。另一份相关的证明，则更

能说明赡养－继承所形成的新形态。

证明

我弟魏成利 （排行第四），由1989年和高秀丽 （媳妇） 离开我母亲 （汪家

玲），搬去后刘陀村，之后不负任何吃穿医治及生活费用。至1999年未尽养老

责任。

1989年由三弟魏成兴扶养老人至今。

证明人：魏成才

1999年12月22日

这份由汪家玲二儿子魏成才出示的证明，是在说明其四弟魏成利不养老的问

题，以确定由其三弟魏成兴继承财产的合理性。赡养－继承的内在关系也得到了

汪家玲儿子的认可。

这 29个涉及遗嘱（赠与）的案例，基本都提到了赡养问题，其中有 3个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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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一是在写立赠与文书中，将家产均分给儿子的两个例子里，父母主动要求保

密赠与内容，不能让儿子们知道，而且要求司法所工作人员不要过问赡养问题

（李镇司法所档案，2006-X）；第二个例外是儿子主动提出不继承老人的家产，同

时也不赡养老人，但最终经调解而作罢（李镇司法所档案，1995-16）；第三个例

外是侯家营村的李秀红，立遗嘱让女儿和女婿继承房产，由于考虑到她两个儿子

良好的经济状况，以及她在丧夫之后含辛茹苦地把两个儿子抚养长大的事实，加

之两个儿子亦对赡养母亲尽心尽力，所以赡养问题自然不在其考虑的范围内了。

（李镇司法所档案，2006-18）

除此之外，在其他的遗嘱或询问笔录中，均包含了养老问题，当然这里面的

赡养也包含着三个不同的方面。一是赡养父母，父母立下遗嘱明确财产交由赡养

他们的儿子或女儿继承，其他未赡养者不得干涉；二是兄弟立下遗嘱，死后财产

由自己的兄弟或者侄子继承，自己也由兄弟或侄子赡养，三是无儿无女的老人，

和村委会达成协议，写下遗嘱，丧失劳动能力后由村委会出资赡养，死后财产归

属于村委会。

不管何种方式来实现自己的养老安排，这些事例足以说明个人拥有财产处分

自由之后，他们可以通过将自己的财产安排和养老问题连接起来，以确保自己晚

年生活无虞。

在过往的研究中，郭于华和阎云翔从人类学的交换理论入手，考察当代乡村

赡养问题时，指出由于年轻一代开始寻求独立和自主的生活空间，在经济上占据

着主动的位置，加之年轻女性在家庭中拥有更大的自主权，传统的孝道也因为国

家和社会的变革，开始呈现出衰落的趋势，降低了其在赡养中的制约作用。（郭

于华，2001；阎云翔，2009）

而遗嘱这一新的财产处分形式的出现，以及其所蕴含的财产个人所有的事

实，使得老人反而可以运用这一“现代”的财产处分形式，来实现自己预期的

“传统”养老方式，老人凭借对自己财产的所有权和处分权，来左右和影响年轻

一代进行赡养，子女在赡养之后才能获得财产的继承权。这一新的财产处分形

式，和20世纪80年代市场经济改革开启后，父母家庭地位的下降形成了新的张

力。它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父母的地位，这一点亦是先前研究所未能顾及的。不

过本文的重点不是透过遗嘱考察继承中的财产处分与赡养问题，而是家庭亲子关

系的变化。

赡养—继承这一新的结合，意味着现代的财产形态反而让传统的养老方式寻

找到了安身之处。正如黄宗智在研究清代至今的民法和民事法律卷宗时所指出

的，尽管在民国时期，立法就采用了德国民法儿子和女儿拥有平等继承权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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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但是在乡村社会却依然坚守着以赡养为前提的财产继承实践，而且在司法实

践中同样尊重了已经形成的这一习俗。（Huang，2001：136~154；黄宗智，

2007：113~128）接着，黄宗智对当代财产继承的研究，透过田野调查资料和诉

讼档案，认为 1949年之后，新的继承法和法律实践也接受了这一点，即将赡养

作为财产继承的前提。（黄宗智，2009：44~45；168~172）而本文通过对司法所

档案中的遗嘱和田野调查材料的综合考察，发现遗嘱衍生出来的财产处分和继承

问题，实则和这一整体的继承实践相一致，赡养－继承在遗嘱中互动，彰显了遗

嘱（财产自由处分）－赡养的结合方式这一全新的经验事实，以及遗嘱继承亦把

财产作为赡养的保障。

不同的是，新兴的遗嘱打破了传统的继承方式，同时又更为直接地转向以赡

养为财产继承的前提。这是中国乡村家产制当代转型的“未预结局”（景军，

2003），遗嘱所呈现出来的财产转型并没有向着彻底的现代方式演变，而是重新

调适了“传统”和“现代”，走向了赡养－遗嘱继承新的结合方式。所以，不管

是全面肯定当代家产处分仍然是传统的样式，保持着传统的习惯，还是以继承法

所例举的条款认为家产制已走向男女平等的继承权，都不能够准确地概括当代乡

村家产制的真实面貌，只有超越我们的情感和价值诉求，才能准确把握家产制的

面貌和变动方向。

六、结语

本文透过对遗嘱的分类研究，意在展示这一全新的资料对于我们研究当代乡

村家产制的重要作用。相比于以往研究集中于分家文书和口述资料，这类遗嘱资

料有着更大的隐蔽性，又能够借此接触到村民不愿提供的材料。这些遗嘱纠纷和

法律见证，有着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村民在观念上认同了财产的自由处分，在

行动上具备了处分自己财产的权利；二是法律上也认可了村民拥有对财产处分的

自由，相较于清代和民国时期，当代的遗嘱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易言之，遗嘱在当代乡村家产继承中的展开，冲击了传统的财产继承方式，

当然这一问题是多方面历史变迁交汇的结果，立继和兼祧的衰亡、部分子女不养

老问题的现实、经济和政治等的历史变迁，催生了村民采用遗嘱来解决财产继承

和赡养问题，出人意料的是，他们选择将赡养－遗嘱继承视为一体两面的问题，

把赡养重新纳入到新的财产继承方式之中，这一复杂的图景值得我们进一步挖掘

各类材料，进行更深入地探索。

我们将遗嘱纳入当代乡村家产制的考察范围，实质是要观察父母借由对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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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分的自由，以及将赡养的安排与之勾连起来，形成的家庭财产新的形态，这部

分延续了旧有的养老格局（谁赡养即可继承财产，而非所有儿子必须赡养，所以

亦非所有儿子都必须继承财产）。这两者的结合，凸显了家产变迁在中国的现实

图景，它不能为任何线性的认识所概括。不可否认的是，这一家产形态还处于变

迁之中，我们目前还不能遂断其未来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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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taments and Changes of Family Property in Contemporary Rural North China

———— A Recombination of the Freedom to Dispose of Property and the Requirement for

Old-age Support

Long Yang

Abstract：：Based on the judicial archives of Li Town，Hebei Province from the 1990s to

the present, and six re- investigation of the houjiaying village， one of six villages that KC

（Mantetsu surveys of the 1930’s and 1940’s） recorded, this article specially uses the testa-

mentary instruments and fieldwork research to reveal how testamentary succession were gradually

formed through the intertwined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perty and old-age support in contemporary

rural North China. Testamentary instruments indicate the parental rights to dispose of their property

and questions-and-answers interview files reveal the old-age maintenance consideration that lie

behind the provisions of the testaments. The fieldwork material plays a key role in connecting

these two aspects by providing backgrounds and relevant facts. The new empirical finding

further confirms that the old-age support is always considered a prerequisite to property succession.

Testamentary succession differs from traditional modes of disposing of property and of

succession forms in Qing and Republican China, but merges well property inheritance with

concerns for the maintenance of the elderly. Although the law had undergone tremendous changes

along with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hange， the tight intertwined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perty and old-age support remains unaltered on the whole. Neither the simple contin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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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raditional succession forms, nor the newly introducted modern concept of “individual

property rights”could provide an explanation for this persist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perty

inheritance and old-age support.

Key words：Testament, freedom to dispose of property, property and old-age support,

rural North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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